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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桃初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一

上个世纪 30 年代以来 , 湖南湘江流域特别是湘

江下游沩水流域出土的大量商周青铜器 , 以其无论

在造型设计的奇巧、装饰风格的华丽 , 还是铸造工艺

的精湛和体型的硕大气派诸方面均较商周王朝腹心

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丝毫也不逊色 , 让无数学人赞叹

不已。因此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湖南湘江流域商周

时期青铜文明的发展水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由于

湘江流域出土的商周铜器中比较精美的或比较抢眼

的作品按照中原地区铜器断代标准来说 , 大多数的

铸造年代应该是商代晚期 , 尽管大家对这批铜器的

文化背景几乎毫无所知 , 学术界对于其主体的来源

和性质有“本地铸造”和“南下的商人带来”两种不

同的猜测 , 但商代晚期湘江流域存在一个发达的青

铜文明这一点已为国内外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上个

世纪 80 年代以后 , 随着广汉三星堆器物坑和新干大

洋洲遗存商代铜器群的发现 , 南方地区的青铜文明

再次令学术界刮目相看 , 在主张中国古代文明多元

起源的学术气氛中 , 南方地区商周青铜文明的地位

得到了充分重视和唱鸣。这种背景下 ,湘江流域商代

也存在同样的青铜文明的看法怎么来说都顺理成

章。

但是 , 学术界对湘江流域商周铜器的文化性质

问题也有不同的声音。王恩田先生早在 80 年代末曾

经提出“湖南的甲组铜器( 包含目前学术界认为的

除大铙以外的所有商代铜器 ) 就是部分商遗民被迫

转移从北方带来的”,“时间似应在武王灭商和周公

东征时期”!"。朱凤瀚先生在《古代中国青铜器》一

书中虽然也同意湖南多见的大铜铙等为商代晚期在

本地铸造而认为湖南本土商后期“很可能有一较发

达的青铜铸造中心”, 但他同时也强调 :“目前在根

据这些青铜器来说明湖南这一区域在商代后期青铜

文化的基本状况与特征时似需谨慎”#$。

笔者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对湘江流域

的商周铜器发生兴趣 , 并着手从考古学文化背景方

面开展工作 , 因为我相信这样才是解决湖南商周铜

器性质问题的根本途径。铜器作为一种古代文化的

重要内涵或因素 , 必定依托一定的考古学文化及其

所属的人群 , 如果铜器的文化背景不清楚或不能确

定 , 则其历史价值会大打折扣。当然 , 湘江流域商周

铜器的价值并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古玩 , 因为它们中

多数有具体的出土地点 , 有的还有其它伴出物或相

关材料。随着湘江流域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发

现的不断增多和研究的逐渐深入 , 加上对湘江流域

商周铜器各个方面从微观到宏观的考察 , 笔者在王

恩田先生认识的基础上于 90 年代末逐步提出了湘

江流域的商周铜器是“商末周初殷遗民包括江汉地

区土著居民( 可能是‘三苗’的后裔) 为周人所迫逃

难南下带来和来当地后铸造的”“从规模上来说后

者甚至可能是主体”“湖南地区有商一代可能并不

存在象吴城和广汉那样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中心”

%&的看法。

以上是截止近年学术界对于湖南湘江流域商周

青铜器和商周时期青铜文明问题的几种解释 , 如果

没有最近在宁乡黄材炭河里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

和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 上述各种观点孰是孰非会因

为无法得到证实而长期争讼下去 , 而且至少从表面

上来看 ,笔者等的解释似乎最不容易让人接受。炭河

里遗址的发掘不仅找到了宁乡商周铜器群所属的考

古学文化 , 而且发现了与铜器群恰相匹配的城址、大

型建筑基址和贵族墓葬 , 这无疑是湖南湘江流域商

周青铜器考古研究方面的重大突破 , 必将推动湖南

地区商周时期古代文化和青铜文明的研究进入一个

新的阶段 , 对于整个南方地区商周青铜文明的研究

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宁乡炭河里遗址’(最近的重

要考古发现:

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研究的重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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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河里遗址位于湘江下游支流———沩水上游的

黄材盆地 ,隶属宁乡县黄材镇寨子村。黄材盆地地处

雪峰山脉东北麓 , 是沩水上源一个较小的山间盆地 ,

面积近 1000 万平方米 , 三面环山 , 平均海拔高度约

100 米 , 沩水主源黄材河自西向东从盆地中间流过 ,

炭河里遗址即座落在盆地西部的黄材河北岸。炭河

里遗址发现于 1963 年 , 当年在遗址东南部黄材河与

其支流 溪河的交汇处大水冲出一件商代提梁卣 ,

高至喜先生前往现场调查发现了该遗址!"。1973 年 ,

湖南省博物馆又对遗址进行了小面积发掘 , 从而基

本认定了遗址的年代为商周时期( 图一) 。

大家知道 , 宁乡黄材是湘江流域出土商周铜器

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地区。按理说 , 炭河里遗址

的地理位置和其大致年代的确定已经暗示该遗址可

能并非一个普通聚落 , 而很可能是与周围及附近地

区大量出土的商周铜器群密切相关的重要遗址。遗

憾的是 , 因为各方面原因 , 炭河里遗址在其被发现以

后的三十年内一直未引起考古部门的足够重视。

1994 年 ,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黄材

盆地开展考古调查 , 再次对炭河里遗址进行了重点

勘探 , 确认炭河里遗址是该区域内目前所见最理想

的遗址 , 它的发掘应该会对宁乡商周铜器群的研究

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研究的重要突破

图一 炭河里遗址地理位置及宁乡境内出土商周铜器地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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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突破性意义。2001 年春 , 我们对炭河里遗址进行

了第一次正式发掘 , 此次发掘的面积虽然不大 , 但发

现了可能是商周时期大型建筑基址的重要线索。

2003 年冬至 2005 年春 , 我们接连对遗址进行了两

次大规模的发掘 , 发掘面积共 3000 平方米 , 果然取

得了惊人但又是意料之中的重大收获。

根据 2001 年发现的线索 , 2003 年发掘伊始 , 我

们首先就在遗址现存区的东南部近现代地层下发现

两座大型人工黄土台建筑基址 ( 分别编号为 F1、

F2) , 并于两座台基上各清理出一座可能有回廊的

大型木结构建筑遗迹 , 其规模宏大 ( 面积各约 800

平方米 ) 、规格较高( 柱坑直径大者超过 1 米 ) , 且

呈东西向南北排列 , 推测应属同时期的两座宫殿性

质的建筑。于是 ,我们对遗址西北部现存长度 200 多

米、宽 12~15 米、高出地面 1~2 米 , 当地村民传为民

国时期公路的土堤进行了试探性解剖发掘 , 结果证

明该土堤确为商周时期人工所建 ,可能就是城墙。通

过随后大量探沟的发掘考查 , 初步探明在城内外均

有大型壕沟 , 其中城外 1 条、城内 2 条 , 均与城墙的

走向一致。炭河里遗址现存范围和主要堆积区大致

集中在黄材河与其支流 溪及城墙所包围的范围

内 ,面积 2 万余平方米 , 而按照城墙所呈弧形的弧度

进行圆形复原 , 城内面积应在 15 万平方米左右。因

此 , 我们推测遗址附近的两条河流历史上肯定经历

了改道或位移 , 商周时期这两条河的位置应该在城

外 , 因为遗址所处盆地地势较低 , 容易被山洪危害 ,

应该不会利用河流进行防御 , 一定有封闭的围墙 , 而

且防御水患很有可能也是当时修筑城墙的主要目的

之一。

城墙、壕沟和宫殿建筑的发现给我们提出了一

系列急需解决的问题 , 如城的始建和废弃年代、城内

为何有两条壕沟、它们有何功能、与城墙是什么关

系、城址附近河流的变迁情况如何、墓葬区在哪里等

等。围绕这些问题 , 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 先后取得

了下列成果 :

1. 通过在遗址南面黄材河对岸进行的地貌考

察和探沟发掘工作 ,找到了两条古旧河岸的痕迹。其

中 , 北边距离现黄材河南岸约 50 米处的河堤痕迹很

明显 , 经访问得知为 1969 年大水之前的黄材河南岸

河堤。而南边距离现黄材河南岸约 150 米处隐约可

见一古河岸痕迹 , 经钻探和发掘了解到 , 该处以南的

地层堆积在耕土层下有商周时期文化层 , 而该处以

北范围内均为 2 米以上的淤土和砂砾层 , 是典型的

河相堆积 , 这似可证明黄材河商周以后大约向北移

动了百数十米 ,从而冲毁了城墙和城址。遗址东面

溪河的目前状况是 1953 年在洪水冲刷的基础上人

工改道形成的 , 其老河堤现在遗址东北面 200 余米

处清晰可见。看来炭河里遗址及城墙目前保存状况

的形成的确与黄材河及塅溪的改道有直接关系。

2. 壕沟的多处解剖和清理发现 , 城内的 2 条壕

沟虽均宽 15 米、深 2.5 米左右 , 但沟内堆积情况却

完全不同。北边靠近城墙的壕沟( 编号 G6) 底部有

较厚的灰色淤泥层 , 且包含物很少 , 沟上部的晚期堆

积较厚 , 而南边距离宫殿区较近的壕沟( 编号 G5)

底部淤泥很少 , 有厚约 1.5 米左右的灰土堆积层并

含有密集的商周时期陶片。这说明 G5 废弃堆积的年

代与城的使用年代同时 , 其形成年代当早于城墙 , 其

废弃很可能与城墙的建造有因果关系。我们推测 G5

是现存城墙修建之前炭河里遗址的外围环壕 , 后因

遗址扩大并修筑城墙而被废弃并沦为城内生活垃圾

的倾倒所 , 而 G6 的形成应与城墙有直接关系 , 从沟

两侧自然土质和沟的体积与城墙主体部分土质和土

方量基本一致来看 , 它应该是修建城墙时取土形成

的 , 而且沟内堆积情况表明 , 其形成后应一直作为城

内排水设施使用 ,其废弃年代也应与城墙相同。城外

壕沟( 编号 G9) 仅在一处进行了解剖发掘 , 但钻探

结果表明其与城墙走向一致 , 沟内堆积为淤泥夹河

卵石 , 沟两侧被其打破的次生黄土层与城墙基础部

分堆积的土质土色无异。由此证明炭河里城墙是两

边取土中间筑墙形成的 , 城内外两条壕沟均具有排

水功能。这与长江以北地区目前所见城址的情况相

比有显著特点 , 却很适合黄材盆地周围山高水急、来

去迅速的水文环境。另外 , G5 出土了大量陶器 ,目前

已修复 200 余件 , 这批陶器不仅是我们判定炭河里

城址的年代、也是对以炭河里城址为代表的考古学

文化面貌和性质研究的关键材料。

3. 宫殿区因为不便轻易处理已揭露的两座大

型建筑基址( 即 F1、F2) , 我们仅选择在两座基址之

间较小范围内继续进行发掘 , 同时对两座基址进行

了解剖。结果表明 ,在这两座基址下面还有三个时期

的建筑遗迹 , 可依地层本身将炭河里遗址宫殿区现

存堆积划分为从早到晚的四个时期 , 除第 1 期可能

为普通居民生活区外 , 第 2～4 期均为宫殿建筑分布

区。据此 , 我们推测第 2～4 期与城的使用年代大致

相始终 , 但不排除可能有晚于第 4 期的堆积被破坏

和冲毁。第 1 期的年代可能略早于城墙而与居址区

外围环壕 G5 的形成和使用年代同时。

4. 上述工作的同时 , 我们组织专门队伍在城址

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研究的重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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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台地和低山进行了近半年的钻探调查 , 特别是

以往出土过铜器的地点附近。但始终未发现可能与

城址相关的主要墓葬区 , 仅在城址西北部“新屋组”

台地上找到十数个零星分布的小型墓葬 , 其中有西

周墓!"7、春秋墓 2、战国墓 3 座。可喜的是 7 座西周

墓虽然规格较小 , 但均出土铜器和玉器 , 我们判定其

墓主人身份应为中下层贵族。这批墓葬的发现和清

理 , 对于建立炭河里城址与以往出土铜器群之间的

联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

炭河里城址的年代、文化面貌和性质等问题 , 发

掘简报和拙著《炭河里城址的发现和宁乡铜器群再

研究》#$一文主要根据 G5 出土陶器( 图二 ) 中外来

因素器类与中原及邻近地区同类器的比较 , 再参之

城址各重要遗迹出土遗物以及各遗迹之间的早晚逻

辑关系 , 初步认定城址的始建年代不早于商末周初、

使用年代主要为西周早中期、废弃年代约为西周晚

期前后。从陶器分析来看 ,炭河里城址的考古学文化

面貌以本地文化因素为主体 , 同时包含可能来源于

湖北东南部、洞

庭湖西北部和

中原地区商周

文化的特征性

因素 , 表明它是

一支地方性的

考古学文化。不

过 , 外来文化尤

其是商文化因

素占有相当分

量 , 器类有鬲、

簋、假腹豆等 ,

周文化因素如

鬲、簋等也有少

量出土 , 特别是

大量出土的仿

铜陶鼎形制与

中原地区商末

周初至西周时

期的铜鼎几乎

完全一致。再加

上高规格的宫

殿建筑及其与

中原地区商文

化一致的城址或宫殿基址均非正南北向而略偏东的

特点以及墓葬中随葬玉器的作风等 , 又似乎表明以

中原商周文化为主体的外来文化传统不仅在当地的

日常生活尤其在礼制方面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所

以 , 我们认为以炭河里城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是

一支外来势力与本地文化融合并存的地方青铜文

化 , 可以命名为“炭河里文化”。炭河里城址面积较

大 , 城内外均有壕沟 ;城内几个时期的宫殿基址规模

宏大、作工讲究 , 规格应很高 ;城内文化堆积层中发

现较多的小件铜器、铜器残片和铜块等 , 城外西周墓

葬中出土的多数铜器地方特点明显 , 无疑为当地铸

造 , 推测城内应该有铸铜作坊 ;而且 , 城址周围及附

近地区历年来出土了大量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青

铜器 , 种种迹象表明它们和炭河里城址有密切关系。

因此 , 炭河里城址应该是主要存在于西周时期但独

立于西周王朝之外的湘江下游地区地方青铜文化或

方国的中心聚落或都邑。

与炭河里遗址面貌相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除分

布于黄材盆地( 调查材料显示城址周围台地上零星

分布的同类遗址点另有数处 , 其中出土人面方鼎的

胜溪村新屋湾

一地点 2001 年

进行了小面积

发掘 , 发现残存

的壕沟一段 , 并

出土大量西周

时期陶片 ) 外 ,

目前所见还有

位于沩水入湘

江河口处的望

城县高砂脊遗

址。高砂脊遗

址 1996、1999

年进行了两次

发掘%& , 遗址居

址区遭严重破

坏 , 仅发现一批

墓葬。其中 2 座

墓主要随葬铜

器 , 墓底形状为

长方形并有棺

类葬具痕迹 , 其

余 17 座墓形状

不甚规则 , 坑内

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研究的重要突破

图二 炭河里城址出土陶器举例

1.A1 式鼎( 05G5⑥∶36) 2.B型鬲( 05G5⑦∶46) 3.C型鬲( 05G5⑥∶46) 4.假

腹豆( 05G5⑥∶98) 5.BaⅠ式鼎( 05G5⑦∶36) 6.A型 瓮( 05G5⑥∶85) 7、8.B

型簋( 05G5⑥∶104、( 05G5⑤∶3) 9.A型盆( 05G5⑥∶75) 10.A型鬲( 05G5⑥

∶38) 11.A型簋( 05G5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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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多有意打碎后分层放置 , 与岳阳温家山!"商代晚

期墓群埋葬习俗相同 , 应是没有棺类葬具的贫民墓

葬。比较炭河里和高砂脊两处遗存 ,有如下诸多共同

点 , 可见两者属于同一个考古学文化 : 1.陶器所反映

的文化面貌和属性相同。如 :陶质均以夹砂陶为主 ,

陶色多呈红褐色 , 均有少量红胎黑皮陶和硬陶 , 纹饰

均以方格纹为主 , 器形多为圜底、三足和圈足器 , 平

底器较少。器类组合和文化属性均主要包含本地土

著因素和以商周文化为代表的外来因素两大类 , 其

中本地因素的器类如宽折沿的 和 形鼎、高领罐、

、碗、器盖和硬陶罐、 等均为两地大宗器类 , 外来

因素器类如仿铜陶鼎、鬲、簋、盆、 、尊等两地均见。

2. 铜器的种类和文化属性接近。如均以鼎为主 , 此

外如尊、矛、削、斧、刮刀、车軎形器等两地均见。从文

化属性来看 , 均分为商式、融合式和土著式三组 , 特

别是土著式器类如宽折沿釡形鼎、斧、刮刀、车軎形

器等形制完全相同。3. 两地墓葬的埋藏习俗类似。

炭河里发现的 7 座小型中下层贵族墓 , 开口保存较

好的 2 座上部为椭圆形 , 与高砂脊 5 号墓相同 ;墓底

均为长方形 , 其中 2 座有棺类葬具痕迹 , 与高砂脊 2

座铜器墓一致 ;炭河里没有发现贫民墓 , 无法比较 ,

但两地墓葬流行用陶器或铜器残片随葬且随意摆放

的现象惊人地相似。4. 遗存年代和所处地域一致。

高砂脊遗存的年代从发表的墓葬材料来看主要为西

周早中期 ,与炭河里城址年代一致。地域上高砂脊在

沩水入湘江口 , 炭河里在沩水上游 , 均处同一水系的

干流两岸 , 相距不过百余公里 , 可浮舟三日一个来

回 ,何其便利。当然 ,炭河里与高砂脊也有一些差别 ,

如:高砂脊陶器中商文化因素不及炭河里多、也不够

典型 , 其仿铜陶鼎不象炭河里是典型中原铜鼎的风

格 , 而带有明显的地方特点 , 类似早期越式鼎 , 也不

见炭河里较多见的殷式簋 ;高砂脊陶器无论质地、大

小规格、火候、作工等方面均不如炭河里 ;高砂脊的

两座铜器墓形制远大于炭河里已发掘的几座西周

墓 ,随葬铜器的数量和精美程度至少不亚于后者 , 但

均不见玉器等等。不过 ,我们认为这是遗址的聚落等

级不同造成的。炭河里遗址有城、大型宫殿建筑等 ,

毫无疑义是本区域最高等级的聚落 , 是炭河里文化

的政治中心所在地 , 而高砂脊很可能是隶属于以炭

河里为中心的政治集团或方国的次级聚落 , 故而其

外来文化因素相对较少 , 而可能是高砂脊当地最高

统治者的两座铜器墓虽然随葬铜器较多却没有资格

随葬玉器 , 表明其地位尚不及炭河里的中下层贵族。

高砂脊遗址的文化性质属于炭河里文化这一点的确

认 , 让我们有理由推测炭河里文化的分布范围应是

以沩水流域为主要区域并有可能包括北到资水下游

南岸的今益阳、桃江、安化 , 南到湘江及其支流涟水

流域的今湘潭、湘乡、双峰、涟源、娄底等县市的湘江

下游西部地区。

炭河里城址、墓葬的发现和发掘以及城址年代、

文化性质等的初步认定 , 为我们探讨遗址与周围地

区以往出土的商周铜器群之间的联系 , 确认宁乡铜

器群的文化背景 , 进而对整个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

明的起源、发展等重要学术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难得

的契机。通过对大量考古材料及线索的分析和逻辑

推理 , 我们认为炭河里城址与宁乡铜器群关系密切 ,

同为炭河里文化的不同内涵 , 即城址与铜器群的主

人属于同一个政治集团或人群。理由是 :

1、地理位置重合。城址位于黄材盆地西部 ,而铜

器群出土地点正好以城址周围分布最密集。以往出

土的许多重要铜器大多数就分布在城址周围不到 2

公里的范围内 , 据统计已达 250 余件 , 其中比较重要

的有“ ”人面纹方鼎、“戈”卣、“癸 ”卣、“己

”分裆鼎、云纹铙、兽面纹瓿#$%、“ 父乙”涡纹

&’(等。另外 , 出土虎食人卣的沩山和出土四羊方

尊、象纹大铙的月山铺)*+分别位于黄材河及塅溪河上

游山区 , 曾经出土数十件铜铙的老粮仓地区与黄材

盆地也仅一山之隔 , 最远距离均不超过 20 公里 , 这

些铜器无疑是基于某种方式从黄材盆地内流散过去

的。

2. 年代吻合。如前所述 , 炭河里城址的主要存

在时期为西周时期 ,遗址的最早年代可能到商末。铜

器群的年代 , 虽然按照中原地区的断代标准来看大

多数的铸造年代应为商代晚期 , 但也有明显为商末

周初和西周时期的 , 同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些现在

断为商代晚期的铜器铸造于西周时期的可能性。况

且 , 即使是铸造于商代晚期的铜器 , 其在西周甚至以

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被使用或埋藏均合乎情理。

3. 文化等级上正相匹配。炭河里城址的高墙宽

壕和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 , 显示其决非普通聚落 , 而

是一定范围内区域文化的中心都邑 , 青铜器作为当

时最先进的技术产品 , 必定为某一政治集团或国家

的上层阶层所垄断和支配。所以 ,炭河里城址和周围

出土的铜器群应该属于同一个政治集团的最高权力

阶层。

4. 城址内出土的铜器、玉器等遗物显示其与周

围地区出土的铜器群有直接联系。如 :前述 1963 年

黄材河与 溪河交汇处发现的“癸 ”卣( 注,-) ,

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研究的重要突破

早

期

文

明

072



南 方 文 物 2006年 第 2 期

Relics From SouthRelics From SouthRelics From SouthRelics From SouthRelics From SouthRelics From SouthRelics From SouthRelics From South

器表纹饰无任何磨损 , 内贮玉器未曾散落 , 可断定不

曾发生长距离位移。其出土处大致位于城址中心区 ,

可证该器原本是城内窖藏或祭祀所埋之物。该器铭

文的“ ”字也见于城外出土的分裆鼎和涡纹 上。

器内所贮 1170 余件玉器 , 绝大多数为管、珠类 , 还有

少量 、环等 , 与城外出土的“戈”卣中所贮玉器种

类一致 , 玉质和工艺也相同。2001 年夏在城址东面

1.5 公里处黄材河中发现的特大兽面纹瓿!"#, 肩部四

个牺首已不见 , 口沿和圈足有残损、器表纹饰有明显

消磨痕迹 , 应该是埋藏于城内之物被河水冲下去的。

2005 年城内壕沟 G5⑥层出土的 1 件小铜斧 , 形制与

1959 年寨子山出土的兽面纹瓿( 注$%& ) 中所贮 224
件小铜斧完全一致。

5. 城外墓葬的年代与城址及铜器群相同 , 分布

地点也在共同的小区域内 , 墓葬出土遗物分别与城

址和以往出土的铜器群有诸多联系 , 证明三者是一

体的 , 是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内涵。如 :墓葬周围

台地及填土中多见与城内面貌一致的陶片。墓葬出

土的铜器既有中原商文化风格的器类 , 也有地方特

点作品 , 主要有鼎、卣、爵、尊、刮刀等 , 除不见铙外 ,

其它与铜器群种类基本一致。玉器亦以管、珠为主 ,

见少量 、环等 , 种类和工艺都与“癸 ”卣、“戈”

卣中所藏玉器相同。

也许有人会认为 , 宁乡铜器群中有一批铜器的

年代为商代 , 而炭河里城址的年代为西周 , 年代上似

乎不太吻合。我们认为 ,这并不能成为炭河里城址与

宁乡铜器群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的反证。大家知道 ,

铜器为耐用品 , 商代铜器在西周乃至更晚的时期被

使用和埋藏不难理解 , 在考古发现中这样的实例不

胜枚举。况且 ,宁乡出土的铜器中也有一些明显属于

商末周初或西周前期的 , 如人面方鼎即有学者断为

商末’(),“ 父乙” 涡纹 和 2002 年湖南省博物馆

在月山铺乡龙泉村收集的铜 *+,等年代很明显属于

西周时期。另外铜器本身的断代也不能绝对化 ,即使

在中原地区 , 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铜器很多时候

也无法绝对区分 , 南方地区铸造的铜器更是如此 , 某

些中原铜器的传统因素在南方地区延续的时间很

长。而且到目前为止 ,湘江流域出土的商代铜器材料

尚无一例可确证埋藏年代为商代者。城址和青铜器

均属高等次的文化内涵或因素 , 对于商周时期的南

方地区来说更是不可多见 , 而这两种因素同时在地

理位置偏僻而非交通要道的宁乡黄材地区交集 , 单

从概率上来说 ,两者之间也应该存在密切关系。

四

炭河里城址与宁乡铜器群的同属关系 , 确定了

宁乡铜器群所属的考古学文化 , 为湘江流域商周铜

器的性质等问题及湘江流域青铜文明发展历程的研

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直以来 ,湘江下游宁乡一带

存在一个拥有比较发达青铜文明的文化或政治中心

这一点早已在学术界形成共识 , 其主要依据是这一

地区出土了大量商周时期( 以商代晚期为主 ) 的青

铜重器 , 炭河里城址的发现证实了这一推断 , 而且进

一步将具体地点锁定在沩水上游的黄材盆地。然而 ,

让大家想不到的是 , 拥有这批青铜器的文化或文明

在该地区的生存时代是西周时期而非商代 , 如果你

相信炭河里城址与其周围出土的铜器群相关并认为

发掘者对城内出土陶器年代判断无误的话 , 那么这

应该就是事实了。如此一来 ,我们怎样解释这里出土

的铜器有相当一部分铸造年代应该是商代而且文化

面貌明显属于商文化? 更重要的 ,如果以沩水上游出

土铜器为代表的湘江流域商代铜器可能与本地区商

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并无关系 , 那湘江流域商周青铜

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状况岂不要重新认识?

目前 , 湘江流域出土的商周铜器总数已达 400

件以上 , 过去的研究一般以文化属性为标准将它们

分为“中原型”、“地方型”和“混合型”三类-./, 也有

学者认为不存在“混合型”、凡非“中原型”者应均

为“地方型”012。为了避免产生误解 ,本文不采用这几

个概念 , 而是根据铜器本身造型和装饰风格等方面

的特征 , 结合相同特征的地域分布情况对铜器群进

行分组处理 , 对于学术界存在争议或属性不明者暂

时单列成组 , 以备进一步讨论。这样 , 我们可以将湘

江流域商周铜器大致分为以下五组 ,即:

A组 : 形制和纹饰风格完全同于中原地区同类

器者( 器类有鼎、鬲、尊、觚、爵、 、 、 、 、瓿、提

梁卣等) ,有铭文的铜器应归入此组。以往论者均将

本组铜器划归 “中原型”, 并认为是中原地区的产

品。

B组 :主要包括大口长颈尊( 如华容尊、岳阳费

家河尊357等) 、折肩深腹 ( 有学者称为“截头尊”9:;,

标本有岳阳鲂鱼山<=>和平江浯口镇?@A出土的 2 件 ) 和

瓿( 标本有新邵陈家坊瓿BCD和 2001 年炭河里城址下

游黄材河中发现的特大型瓿 2 件) 等。

C组 :各种动物造型的尊和卣 , 如 :四羊尊、双羊

尊EFG、象尊、牛尊( 以称“牛觥”为确 ) HIJ、豕尊KLM、虎食

人卣、鸮卣等。

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研究的重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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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组 :大铜铙。因其文化属性存在争议 , 故单列

为一组。

E 组:基本肯定为湘江流域本地铸造的铜器。除

越式鼎、钟、 、刮刀、斧等数量较多者外 , 还有如桃

江出土的马簋!"#、湘阴出土的龙耳 、衡山霞流的桑

蚕纹尊、岳阳、湘潭、衡阳等地出土的蛇纹垂腹卤、湖

南省博物馆收集的四系簋、虎纹钺$%&等。

这五组铜器中产地或文化属性能够确定的为 A

组和 E 组 , 其余三组学术界意见不一 , 需要进行讨

论。

B组铜器 ,以前被国内绝大多数学者归入“中原

型”, 现在看来是错误的 , 而认识到这一点应该归功

于国外学者。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 美国学者

维吉利亚·凯恩’()、罗伯特·贝格立*+,和日本学者林巳

奈夫-./等已经认识到这类铜器与殷墟出土的铜器铸

造年代可能相同但风格迥异 , 应该是长江流域( 即

南方 ) 当地铸造的作品 , 虽然在某些纹饰方面受到

了殷墟铜器的影响 , 但器形、装饰风格和铸造技术上

主要继承了二里岗期铜器的传统。因此 ,贝格立将其

定性为“南方青铜器”, 林巳奈夫将其归入“地方类

型”青铜器。最近 ,日本学者难波纯子将这组铜器定

名为“华中型青铜器”, 认为它们是长江中游两湖地

区的制品012。这些成果虽然为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所

接受 , 但对于湘江流域商周铜器的讨论来说尚嫌不

足 , 因为它们到底是湖北还是湖南铸造对于湘江流

域商周铜器性质和来源问题的研究至关重要。现有

材料表明 , 本组铜器出土地点的分布范围 , 北到湖北

枣阳345、安陆678, 南到江西南昌9:;、湖南新邵<=> , 西到湖

北江陵?@A、沙市BCD、重庆巫山EFG、四川广汉HIJ , 东到安徽

阜南KLM、六安NOP江苏江宁QRS。由于铜器铸造技术非常复

杂 ,不可轻易学会和掌握 , 而且往往为一定区域内统

治集团所垄断 , 对外具有保密性 , 因此 , 以上各地点

出土的风格相同的铜器决不可能是各自就地铸造

的 , 而只可能铸造于某一个或少数几个区域文化的

中心地区 , 即使如此 , 其器形、纹饰等方面的共有传

统逻辑上讲应首先在某一个地区起源。本组铜器分

布范围如此之广 , 此范围既不是同一个地理区域更

不是同一个文化区域 , 那么 , 这批铜器流动的方式、

过程、时间和原因等是我们对其产地进行研究时必

须考虑的问题。本文认为 ,本组铜器的起源或铸造地

最大可能是湖北江汉平原东部地区。理由是 : 1. 江

汉平原东部处于上述出土地点分布范围的中心区 ,

此类铜器由这里向周围地区扩散顺理成章。我们现

在看到的南方地区商周时期文化的重要因素( 尤其

是外来因素 ) 无一不是以江汉平原地区为中介向

东、西、南诸方向传播。舍此而外 ,无论认为它们的产

地为四川、湖南或安徽 , 都与当时其它文化因素的传

播方向相矛盾。2. 江汉平原东部地区二里岗时期是

商文化在南方的直接控制区 , 这里铸造了大量与中

原地区完全一致的早商铜器 , 也是当时南方经济文

化最发达的地区。可以想象 ,在商代晚期商人退出该

地之后 , 这里无论从地理条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还

是青铜冶铸技术基础和铜矿资源等方面来说 , 都最

有可能成为本地青铜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 这里应该

存在至少一个比较强大的方国。况且正如贝格立、难

波纯子所说 , 本组铜器无论造型风格还是铸造技术

都更多地继承了二里岗期铜器的传统。因此 ,它们产

于江汉平原东部地区的可能性大于其它任何地区。

C组铜器以动物造型为特征 , 由于到目前为止

中原地区出土铜器中动物造型的确实较少 , 而湘江

流域所见该类铜器比较多且动物的种类齐全 , 有象、

虎、牛、羊、豕等 , 故大多数学者认为它们产于湖南 ,

而且 , 此组铜器的装饰风格和纹饰特点与殷墟铜器

有较多的共同点 , 故一般认为其铸造年代为商代晚

期。我想 ,如果不结合湘江流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商

周时期古代文化的背景单从铜器本身而言 , 上述结

论似乎合理。当然 ,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本组铜器应铸

造于中原地区 ,只是中原地区尚待发现TUV。本文不敢

肯定这类铜器到底产于何地 , 但对其商代晚期铸造

于湘江流域的观点有几点不同的思考 : 一是从地域

分布来看 , 动物形象在铜器上出现的情况并非湖南

一地独有。邻近的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存也见单体的

虎、鼎耳上有卧虎、伏鸟、 耳上有立鹿、鼎足有虎

形、鱼形等WXY。殷墟铜器也见动物造型者 ,如妇好墓出

土的 尊、司母辛四足觥及 SM539 出土的 卣等Z[\,

关中地区西周铜器也有不少动物造型的 , 如宝鸡茹

家庄象尊、鸟尊、貘尊等]̂_。二是铸造年代的问题。如

果这类铜器非中原地区铸造 , 那么完全按中原的标

准来判断其铸造年代并不一定准确 , 有大量事实证

明中原铜器的传统因素在周边地区确实保留了很长

时间的。三是要结合湘江流域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

背景和本地青铜铸造技术传统的整个过程来考虑。

如 : 湘江流域商代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是否与铸造

这批铜器所依托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组织发展水平

相匹配? 如果本地商代晚期就有如此先进的铜器铸

造技术 , 又怎么解释本地西周时期铸铜技术反而更

加落后了呢? 所以 ,只有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了相互契

合而不矛盾的情况下上述结论才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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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组铜器大铜铙的相关问题 , 近年来讨论较多、

进展也很大 , 至少大铜铙铸造于南方地区已不容置

疑。关于大铜铙的起源、演变序列和年代问题 , 多数

学者论证湖北阳新!"#、新干大洋洲等地出土的铙年代

较早 , 而湖南多见的粗线兽面纹大铙应该是较晚的

形制$%&,将原来高至喜先生编排的序列’()颠倒了过来 ,

对此笔者非常赞同。不过 , 关于阳新、新干等早期铜

铙的年代,论者普遍根据新干大洋洲遗存断为殷墟二

期 ,罗泰先生定的更早( 二里岗期与殷墟期之间) *+,。

笔者以为其中存在较大问题。首先大洋洲遗存的年

代根据最近彭明瀚先生的研究-./, 应为吴城文化第四

期( 即吴城遗址第三期) , 相当于殷墟三、四期 , 这一

成果动摇了大洋洲铜铙殷墟前期说的根基。其次 ,从

殷墟出土的小铙到新干等南方早期铙再到湖南的粗

线兽面纹大铙 , 无论是在形体由小到大、铙腔由短阔

渐成长方、甬部从无旋到有旋以及主体纹饰兽面纹

的演变等各方面均呈现出比较严密的逻辑发展关

系 , 这不仅表明南方大铙的起源与殷墟小铙有密不

可分的关系 , 同时也表明新干等南方早期铙的年代

逻辑上晚于殷墟小铙。而殷墟小铙出土遗存的年代

多为殷墟文化二、三期 , 则新干等早期大铙的年代当

不早于殷墟三期 ,这与彭明瀚的研究结果相合。而在

湖南常见的粗线兽面纹铙与新干等早期铙之间 , 还

有一些中间形制的标本如安徽庐江铙012、江西宜丰铙345

等。何介钧先生将南方的兽面纹铙分为四式678, 其序

列和演变规律的总结非常清楚可信 , 但年代判断上

同样因受新干大洋洲遗存公认年代偏早的影响 , 将

湖南出土最多的Ⅲ、Ⅳ式兽面纹铙的流行年代断为

殷墟四期。本文认为 , 如果将新干、阳新等早期大铙

的年代定为殷墟三期左右 , 则湘江流域最常见的粗

线兽面纹大铙的年代就只能是商末至西周早期 , 这

样一来它们与炭河里城址及炭河里文化的关系就容

易理解了。

以上五组铜器的文化属性和原产地看来至少有

三种情况 , 即产于中原地区的商式铜器( A组 ) 、铸

造于本地的越式铜器( E 组 ) 和应该铸造于江汉平

原东部地区的所谓“华中型”铜器( B组 ) 。D组铜

器的铸地应该在湘江流域 , 但其源头在鄂东南赣西

北地区 ,湘江流域的大铜铙多是晚出的型式。C组铜

器的原产地可暂时存疑。以上五组铜器在地域分布

上并无明显差别或规律性 , 而从铜器分布的密集程

度、精美程度和铜器等级等各方面因素综合看来 , 沩

水上游的黄材一带无疑是其中心地区 , 在这里五组

铜器均见。这说明至少在黄材地区上述五组铜器是

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 , 即它们哪怕是在很短的时期

内曾经属于一个特定的政治集团或考古学文化。黄

材地区西依雪峰山脉 , 地理位置偏僻 , 既非湘江流域

腹心之地 , 也非交通枢纽。那么 , 这里集中出土的外

来因素铜器只可能是作为一个整体在较短的时期内

集中地由一定规模的外来迁入者带来的 , 而不太可

能是各自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自然流散所形成。而

且 , 黄材地区似乎是外来铜器流入的终点站和驻足

地 , 这里的地方类型铜器出土最多、年代也最早 , 这

是外来铸铜技术和本地文化传统结合的产物。炭河

里城址的发现及其与铜器群同属关系的确定 , 进一

步证明黄材地区的商周铜器群与商周时期某一特定

的历史事件和文化背景相关联 , 绝不可能是零星地、

自然地流散所形成。

那么 , 以黄材地区为中心的宁乡铜器群究竟与

什么样的历史背景有关呢? 让我们从其中的商式铜

器谈起。首先 ,黄材出土的大量商式铜器和炭河里城

址的年代表明在不早于殷墟至不晚于西周早期这段

时期内有一支一定规模的商人集团来到了该地区。

因为 , 黄材出土的商式铜器等级均较高 , 且不少有铭

文 , 其中含“ ”字的就有三件 , 这些铭文属于中原

文字系统 ,“ ”字已被论证是商人一支的族名或

族徽 , 另外“戈”也是商族的主要支系 , 看来黄材的

这批商式铜器应与“ ”、“戈”两支商人的上层有

关 ,它们应铸造于中原地区。青铜礼器对于商人来说

具有政治和宗教方面的特殊意义 , 自然不会赠与外

族人 , 且一般置于庙堂之内 , 除非灭国 , 不可能在一

般的战争中为外族所获 , 更不会交换或买卖 , 商人也

不会因为普通的征战或贸易活动等将这些铜器带在

身边。所以 ,成批的商式铜器来到黄材肯定与一定规

模的商人集团迁徙到此有关。

中原商人集团会在什么背景之下来到黄材呢 ?

有三种可能性 : 一是商人在商代晚期向南扩张到了

这里 ; 二是商人在商末周初即周灭商前后为周人所

迫南迁至此 ;三是西周早期随周人南征进入湖南。但

是 ,以下理由表明第一、三两种可能性不能成立。其

一 , 黄材地区地理位置偏僻、交通闭塞 , 根本不适合

作为控制整个湘江流域的政治和军事重心之地。商

代晚期商人向南扩展也好、西周早期周人南征也好 ,

都不可能选择于黄材盆地设立其在本地的政治、军

事据点 , 而应该选择湘江干流地区 , 这是最起码的常

识。即使他们在湖南的行动失利 ,也不会选择西进黄

材 ,而应北退。其二 , 炭河里城址的文化面貌在日用

陶器方面以本地文化传统为主 , 商周文化因素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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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都较少 , 如果这里是商文化或周文化主动南进

时设立的据点或重镇 , 其文化面貌断不致如此。其

三 ,现有考古研究成果表明 , 商代晚期江汉平原地区

已不为商人所控制 , 势力最强盛的武丁时期也只能

偶尔南征。所以 ,商代晚期商人根本没有可能扩张到

湖南境内。湖南湘江下游商代晚期考古学文化是以

本地传统为主的地方性文化 , 虽然可见一些商文化

因素 , 但却是商代早期二里岗商文化因素的遗留 , 与

殷墟商文化关系并不密切。西周早期 ,周人曾经南征

汉水流域 , 最后也仅在汉水以北地区分封了一些诸

侯小国 ,“以屏周室”。鄂东南地区西周时期考古学

文化很明显属于地方土著文化( 以阳新大路铺遗址

为代表 ) , 周文化的影响很小 , 湘江流域就更不用说

了。可以说 , 西周时期周人的势力根本没有越过长

江 ,更何况进入湖南湘江流域? 因此 , 商人也不可能

是随周人南征进入湖南的。这样 ,只有第二种可能性

即黄材地区的商式铜器是商末周初由南迁的殷遗民

带来的了。在炭河里城址发现之前 ,笔者虽然在多篇

文章中反复强调这一认识 , 完全是建立在对宁乡铜

器群和湘江流域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综合考察基础

上的推测 ,但现在情况就不同了。

炭河里遗址发掘和研究成果显示 , 与宁乡铜器

群相关的炭河里城址始建于西周早期 , 使用至西周

中晚期 ,城外贵族墓葬的年代也均为西周时期。这说

明宁乡铜器群的使用年代主要为西周时期 , 其埋藏

年代则可能为西周或者更晚 , 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

见任何埋藏年代早于西周的证据 , 这为 “殷遗民南

迁说”提供了年代上的证据。有人曾私下提醒我 :黄

材出土的铜器大多都是商代的 , 这里会不会还有一

个商代城呢? 我回答说:不会! 如果你认为这些商代

铜器在黄材地区的使用年代一定是商代 , 那么你应

该考虑炭河里城址的年代是不是可以早到商代而不

应该怀疑城址与铜器群的同属关系。很明显 ,宁乡铜

器群属于以炭河里城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 , 炭河

里、高砂脊两个重要遗址的发掘又表明炭河里文化

的年代为西周时期 , 这一点如果被认同 , 那么湘江流

域商代晚期存在一个发达的铜器铸造中心或青铜文

明中心的说法就完全靠不住了 , 无论它是本地土著

文化的中心还是商人扩张南下建立的。黄材盆地地

理位置偏僻、四面环山、易守难攻 , 是非常理想的避

难之所 , 在这里建都的政治集团或方国 , 其总体国势

毫无疑义是处于守势的。不仅商代晚期商人扩张或

周初周人南征进入湘江流域时不可能将其政治中心

设在偏于一隅的黄材盆地 , 就算是商代晚期湘江流

域有一个能够铸造铜器的地方方国同样也不会在黄

材建立其政治中心。而在商末周初殷遗民南逃进入

湘江流域后 , 可能因为军事势力已不足以在湘江干

流地区落脚 , 又不能北退的情况下 , 黄材盆地才有可

能成为理想的苟安之地。炭河里城址的考古学文化

虽然在日用陶器方面以本地文化传统为主 , 商文化

等外来文化因素地位并不突出 , 但在如宫殿建筑、墓

葬葬玉和仿铜陶鼎等方面却显示出深受商文化礼制

的影响。这种高度融合的文化面貌 ,正好可以诠释殷

遗民进入黄材前后的政治处境以及炭河里考古学文

化内部组织结构的复杂性。

值得注意的是 , 炭河里考古学文化构成中明显

有一些可能来自于江汉平原、鄂东南和赣西北地区

的因素 , 如扉棱鼎足、假腹豆等 , 这些应该是盘龙城

类型商文化因素在当地商代晚期文化中的遗留 , 鼎

足或鬲足刻槽的作风和大口长颈鬲等也是鄂东南、

赣西北地区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最常见的特征。恰

好 ,宁乡铜器群中也有很可能来自上述地区的制品 ,

如前文所论 B 组铜器就应该产于江汉平原东部地

区 ,而早期的南方大铙产于鄂东南、赣西北地区也是

没有问题的。这说明在殷遗民南下的队伍中一定有

一批原居于上述地区的地方力量。江汉平原东部孝

感、黄陂等地考古材料分析表明 , 该地区西周早中期

周文化面貌非常典型 , 多数学者同意将该地区西周

时期考古学文化定性为周文化的地方类型之一!"#。看

来文献中周人早期在汉水流域多次用兵最后分封了

“汉阳诸姬”的记载并非虚构。周人用兵汉水流域除

了追击商人的残余势力外 , 封疆建国“以屏周室”和

掠夺铜矿资源应该是其主要目的。如此 ,则江汉地方

的豪族大家必定跟随殷遗民一起南逃 , 而且在人数

上甚至可能超过殷遗民。至于在逃亡途中和到达黄

材以后这一部分势力在炭河里城址所代表的政权组

成中的地位 , 从目前材料来看 , 应该还是从属于殷遗

民集团的。

以前学术界往往将湖南出土的商代铜器与新干

大洋洲遗存和广汉三星堆铜器群进行参照 , 认为湘

江下游地区商代晚期也存在同样发达的青铜文明。

表面看来似乎有道理 ,但下面的分析可证其谬 :

1. 湖南铜器与新干、广汉铜器一个重要的区别

是 ,前者有相当比重的殷墟式铜器 , 后者则很少。如

贝格立等认为新干铜器主要是继承了二里岗期的传

统$%&,这与盘龙城类型商文化不无关系。三星堆的商

式铜器( 属本文 B组) 其实与殷墟基本上没有关系 ,

而是与长江中游地区交流的结果 , 尽管它们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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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星堆当地铸造的。

2. 湖南铜器中相当一批有铭文 , 除宁乡外 , 湘

潭青山桥!"#出土的一批铜器也有 “旅父甲”、“戈”、

“ ”等铭文或族徽 ,还有桃源“皿天全”方 、石门

“父乙”簋$%&、桃江 、邵阳祭旗坡爵’()等 , 这说明湖南

商代铜器的精华部分不是本地铸造 , 其主人是商人

而非本地人。就算本文 C组铜器和大铜铙是湘江流

域本地铸造的 , 我们也应该在弄清它们和同一地域

出土的商式铜器的关系之后再就本地商代晚期青铜

文明发展程度问题下结论。如果说它们之间没有关

系、是两码事 , 显然与宁乡地区铜器出土的情况不

合。如果说有关系 ,那是什么关系呢? 其文化背景又

是什么? 本文前面已经论证 ,宁乡出土的商式铜器的

来源只有“商末周初殷遗民南下带来”这一种可能

性 , 那么与此相关的 C组铜器和大铜铙要么不是本

地铸造 , 要么就是殷遗民南下后铸造 , 铸造年代则晚

于商代。

3. 假设湖南出土的商式铜器来湖南的年代在

商代晚期 , 而本地商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又不

是商文化 , 则只有这批铜器是零零星星而非集中地

流散而来的可能性存在。如果是这样 ,这种成品而非

技术的流进恐怕对本地铜器铸造的发展起不了什么

作用。再退一步假设 , 随着这些铜器南来 , 本地逐步

掌握了先进的铸造技术 , 在商代晚期铸造了动物类

铜器等作品 , 那为什么到了西周时期却出现了巨大

的倒退呢? 湘江流域西周时期本文 E 组铜器铸造技

术之落后是有目共睹的 , 大铜铙也是一样 , 与动物类

铜器相比有天壤之别。从目前比较清楚的地处湘江

门户的岳阳地区商时期考古学文化发展过程来看 ,

除了相当于殷墟一、二期间商文化消退本地文化兴

起这一重大变化外 , 与本地出土商式铜器年代相合

的整个商代晚期并未发生大的文化突变 , 而如果本

文所主张的商末周初殷遗民南下的情况也不成立的

话 , 那湖南商代晚期就存在的发达的青铜文明怎么

会一下子倒退到如此地步? 因此 ,合理的解释是湘江

流域商代晚期并没有一个发达的青铜文明中心 , 动

物类铜器同样不是本地铸造 , 也是随殷遗民南迁进

入湖南的 , 当然其不一定铸造于中原 , 也有可能铸造

于江汉平原或鄂东南地区。商末周初殷遗民南迁虽

然带来了精美的铜器 , 但他们来本地后 , 因为政治经

济实力大不如以前 , 加上逃难途中技术人才流失等

原因 , 铸造技术和用料等方面难免出现倒退 , 而假如

南下的殷遗民集团很快被本地文化消灭或同化 , 我

们现在看到的湖南商代铜器与西周铜器这种技术上

的巨大差别不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4. 许多研究者发现 , 两湖地区出土的商代晚期

铜器在文化面貌上共性较多 , 与新干和三星堆铜器

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 , 这表明两湖地区的商代晚期

铜器可能原产于一个青铜文明中心。但是如果单从

目前铜器出土的地域情况而言 , 给人的印象是这个

中心在湖南而不在湖北 , 不过 , 本文认为这不是历史

的真实情况。比较湘江流域和湖北江汉平原的地理

位置、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和文化基础等 , 后者的优

势是显而易见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 ,两湖地区古

代文化基本上融为一体 , 而且其总的状况和趋势是

以江汉平原为核心不断向湖南辐射 , 湖南洞庭湖区

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的原始文化无不受到江汉平原

的强烈影响 , 并且在文化发展演变的节奏上也是同

步的。进入商周时期后 , 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冲击 , 两

湖地区原有的文化传统被打破 , 江汉平原地区因为

地理位置的原因 , 毫无疑义成为中原王朝南下的必

占之地和外来先进文化因素的中转站 , 这一时期内

两湖地区青铜文化面貌的一体性虽然受中原王朝政

治意图左右而有所削弱 , 但江汉平原地区的优势地

位进一步突出了。如果商代晚期两湖地区只有一个

青铜文明中心的话 , 可以肯定其必在江汉平原 , 湘江

流域充其量不过是其辐射范围。与赣江流域和四川

盆地相比 , 湘江流域平原狭窄 , 资源相对匮乏 , 境内

既无丰富的铜矿又无盐业资源 , 决不可能替代江汉

平原成为长江中游的文明核心区。如果长江中游地

区的铜器铸造中心在湖南 , 本文 B组铜器为湖南铸

造 ,我们将无法解释该组铜器流传到四川、安徽和鄂

西北地区的现象。商周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文化传播

和交流的总体趋势是中原商周文化不断地从北部进

入江汉平原并以之为中介向东、西、南三面传播 , 就

算 B组铜器是湘江流域铸造的 , 也缺乏这种逆向流

动的文化背景 , 因为铜器的流动与文化和人群的流

动直接相关 , 况且湘江流域的商式铜器、大铜铙和其

它许多因素已明确告诉我们当时本地区文化和人群

的流动方向是从北往南的。如果一定要说湖南商代

晚期有一个铜器铸造中心 , 那湖北江汉平原地区至

少也应该有一个同样或更大的中心 , 现在来看至少

本文 B组铜器应是那里的产品。这样一来 ,除典型商

式铜器、本文 B组铜器、西周时期的越式铜器外 , 铜

铙也非湘江流域起源 , 本地的铜铙标本已被公认是

最晚的 , 而且年代很可能是西周时期 , 那就只剩下动

物类铜器了。而动物类铜器装饰风格与殷墟铜器非

常接近 , 江汉平原地区又基本不见此类铜器 , 也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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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式铜器 , 难道湘江流域是殷墟商文化在江南的

飞地吗? 所以 ,商代晚期湘江流域不太可能有一个发

达的青铜文明中心 , 但为什么湘江流域又出土如此

多的铜器呢? 我们认为这与商末周初中原及江汉平

原地区的重大历史文化背景即周人对汉水流域的开

发有密切关系。打个不十分恰当的比方 :假设几千年

后在台北故宫一带发现了大量商周铜器 , 那时的考

古学家会不会认为台湾也存在一个商周时期的青铜

文明中心呢?

以上从各个角度的反复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认

识 : 湖南湘江流域出土的商周铜器的主体不是本地

铸造的。其中商式铜器是商末周初殷遗民受周人所

迫南迁进入湘江流域时带来的。而以大口尊、折肩

为代表的 B组铜器原产于江汉平原地区 , 它们是跟

随殷遗民南下的江汉平原地方势力带来的。大铜铙

起源于鄂东南赣西北地区 , 湖南的大铜铙应该是本

地产品 , 但铸造年代主要为商末至西周时期 , 湖南大

铜铙的出现无疑与鄂东南赣西北地区文化传统( 其

背后是人群 ) 的南来有关。动物造型类铜器如果年

代为商代晚期 ,则肯定不是在湘江流域铸造。本文 E

组越式铜器为湘江流域本地铸造 , 是在商末周初殷

遗民等南下带来的青铜冶铸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地方特色的作品 , 本组铜器的出现标志着湘江流

域地方青铜文明进入了形成发展期。这里需要说明

的是 , 在商末周初殷遗民等进入湘江流域的最初一

段时期内 , 本地有可能铸造上述各类铜器 , 包括有些

明显受周文化影响的作品( 到目前为止湖南还没有

发现肯定铸造于中原地区的周式铜器 ) , 这并不影

响我们以上所进行的类别分析 , 同时我们也不绝对

排除有极少数的铜器为商代晚期通过其它方式流入

本地的可能性 , 同样这也并不影响我们对湖南铜器

主体性质的判断。前文讲到 ,湘江流域的商周铜器总

的来说是一个整体 , 炭河里城址的发现证实它们属

于以沩水流域为主要分布区的炭河里文化 , 那么我

们可以对宁乡以外其它地区出土的铜器的来源问题

作以下推测 :湖南岳阳、华容、平江、浏阳、长沙等地

出土的商代铜器应该是商末周初殷遗民等经鄂东南

幕阜山南北麓南逃宁乡途中因各种原因遗下的 , 而

宁乡外围地区包括湘江中上游和资水上游地区所见

的商周铜器则应该是殷遗民等来到宁乡黄材之后与

本地文化交往或被本地文化政治上取代文化上同化

的过程中逐渐向外流散形成的。以前笔者曾认为资

水上游和广西境内出土的商代铜器可能是中原商王

朝与岭南地区商贸交往过程中形成的 , 现在看来实

为大谬。笔者观察 1985 年武鸣元龙坡出土的一件索

状提梁卣!"#,发现其腹部和盖上的变形龙纹与炭河里

城外西周墓葬出土的多件铜器残片上的纹饰$%&相近 ,

具有相同的地方特征。另外广西境内出土了大量西

周至春秋时期的铜器如恭城的蛇纹尊’()、陆川、宾阳

等地的兽耳 、灌阳铙、贺州 、忻城、横县等地的

钟*+,等 , 这些铜器与湘江流域出土的同类器完全一

致 ,应是湘江流域本地越人在西周、春秋至楚人入驻

湘江流域之际与岭南地区交往和迁徙过程中流散过

去的。

总而言之 , 湖南湘江流域商代晚期应该不存在

一个发达的青铜文明或铜器铸造中心 , 湘江流域出

土的大量商周铜器是商末周初殷遗民及江汉地区地

方势力等受周人所迫南下带来和来本地后铸造的。

炭河里西周城址的发现为这一推断提供了可靠的依

据 ,如此 , 则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的历史将要重新

认识和改写。我们有理由相信 ,湘江流域自己的青铜

铸造业和青铜文明形成于西周时期 , 准确地说为西

周早中期之际 , 可以早期越式鼎的形成为标志 64, 炭

河里、高砂脊等地墓葬出土的大量材料已经清楚地

反映出本地铜器铸造从最初模仿中原铜器到最后形

成本地风格的全过程 , 而商末周初殷遗民等的南迁

无疑是湘江流域地方青铜文明形成并发展的主要文

化背景和非常关键的契机。当然 ,湘江流域青铜文明

的滥觞无疑始于商代晚期 , 岳阳地区商代晚期费家

河文化的不少遗址中均曾发现过小件铜器或残片、

铜渣、石范等 , 陶器中可能与冶铜有关的坩锅也不

少。可以断言 , 商代晚期当地铸造武器、工具类小件

铜器是毫无问题的。不过 ,能否铸造容器或否曾经铸

造过容器 , 是青铜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关键一步 , 笔者

认为湘江流域商代晚期至少还没有大量铸造铜容

器 ,这并不完全是技术上的问题 , 还涉及到当时本地

文化在政治和礼制上是否需要的问题。

最后想说的是 , 炭河里西周城址的发现 , 无疑是

湘江流域商周铜器群性质诸问题考古研究上一个非

常重要的突破 , 它将有可能彻底推翻长期以来学术

界关于宁乡商周铜器群性质问题的公论 , 从而改写

湖南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的历史。本文的分析和

结论是否正确 , 还有待时间和考古材料的检验。不

过 , 本文依据炭河里城址的考古发现所提出的问题

和思考角度对于与湘江流域资料情况类似的南方乃

至其它非中原地区商周铜器的深入研究应该有一定

的参考意义。衷心希望方家学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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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共刊载了向桃初先生的《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研究的重要突破》、刘正先生的《江西所出应国铜
器铭文研究》和陈元甫先生的《土墩墓中一墩多墓年代问题讨论》等三篇论文。

一.向桃初《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研究的重要突破》: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 , 湖南湘江流域曾先后出土大批精美商周青铜器而为世人所瞩目 , 对这些青铜

器的来源和性质诸问题 , 长期都是一个争论不休无法解开的谜团。近年来宁乡黄材盆地炭河里遗址的重大发

现 ,不仅找到了宁乡商周铜器群的考古学文化 ,而且发现了与铜器群恰相匹配的城址、宫殿基址和贵族墓葬 ,这

无疑是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考古的重大突破 ,也为解开这一谜团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契机。

论文作者向桃初先生多年来一直主持炭河里城址的考古发掘 ,本文开篇就是在简要介绍炭河里城址的一

些重要考古发现基础上 , 展开对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诸多问题的讨论 , 论文思维缜密 , 层次清晣 , 环环相扣 ,

步步深入。作者在论证炭河里城址是西周时期的地方青铜文化或方国的中心都邑前提下 ,进而认定宁乡铜器群

同属炭河里考古学文化。湘江流域出土的一批商代晚期青铜重器 ,是在商末周初时为周人所逼的殷遗民南下带

来的。湘江流域和四川广汉、江西新干不同 ,在商代晚期不存在一个发达的青铜文明或铜器铸造中心 ,湘江流域

的青铜铸造业和青铜文明形成于西周早中期之际 ,可以早期越式鼎的形成为标志。等等。作者根据炭河里城址

的新发现 ,提出的上述这些问题和思考角度 ,对于中国南方地区乃至其它非中原地区商周青铜器的深入研究都

有一定参考意义。当然 ,文中的一些观点和结论是否正确 ,正如作者在结尾中所说的那样 ,尚有待时间和考古材

料的验证。但是 ,我认为 ,作者把湘江流域出土商周青铜器群和同一时空内的考古学文化和历史背景有机地结

合起来进行探索 ,这应是研究青铜器的正确之途 ,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较真实地反映历史面貌。

二.刘正《江西所出应国铜器铭文研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 江西余干出土的应监甗引起了学术界对西周监国制度的研究 , 但由于对应国具体地

理位置和应监职能理解的差异 , 至今对《应监甗》铭文的理解至少有五种不同意见。本文在列举诸家不同解释

后 , 即从西周应国封地的地理位置一般是沿袭殷制入手 , 对西周王朝的监国制度、分封制度和应国与西周中央

王朝及邻近诸侯国的关係展开讨论 ,对众说一一进行分析和驳议 ,最后作者认为应监的监国所在地和应国的地

望是二而非一 ;应监和应公、应侯是二而非一。因而提出第六种新解 ,即《应监甗》中“应监作宝尊彝”的应监是西

周王朝从应国王室中选出的下派到江西余干地区的出任监国的应氏嫡系子孙 ,和应公、应侯是两回事。此篇铭

文考释 , 虽文字不长 , 但搜集资料广泛 , 考证翔实 , 提出的新解给人予新的启迪。只是笔者有一点想提出 , 既然

“句监”之句、“荣监”之荣、“艾监”之艾都系指地 ,那为何“应监”之应不能指地?如“应监”之“应”有可能也系指地

的话 , 而这件“应监甗”又出土在江南的余干而非河南的平顶山地区 , 那有否可能就如李学勤先生所考证的 , 在

余干地区有一非姬姓的应地 , 和河南地区的应国仅是同名而已 , 因为西周时的封国中 , 同名异地的例子就不乏

其例 ,如“艾”就有两地 ,据程廷柞《春秋地名辨异》考证就有齐地的“艾”和吴地的“艾”。故此 ,此“应监”铭文的最

终正确解释 ,只有待来日新的更多地下出土材料的证实。

三.陈元甫《土墩墓中一墩多墓年代问题的讨论》:
土墩墓是商周时期吴越地区较普遍流行的一种葬俗 , 有一墩一墓和一墩多墓之分 , 而以后者为多 , 但是 ,

目前学术界对一墩多墓的年代及其如何分期等问题尚持有不同看法。有少数学者认为同墩内的多座墓葬是在

同一或相近时间内埋葬的 , 因此它们的年代应该是同一或相近的 , 分期研究应以每个墩为基本的考古单位 , 而

不是墩内的各个墓葬 ,同墩内出现的叠压打破关系 ,不具有地层学上的意义。本文作者则同多数学者一样持有

不同意见 , 文中列举较多的江、浙地区考古发掘的墩例 , 从一墩多墓其封土结构的不同和墩内各墓年代早晚悬

殊等几个方面 , 并以同一地区的石室土墩墓材料为佐证 , 证明同墩内的多座墓葬是在不同时间形成的 , 大多数

墓葬的年代存在着早晚关系和相隔时间久远 , 最后作者进而认为 , 对土墩墓的分期方法 , 应以墩内的各座墓葬

为基本考古单位 ,而不应是整座土墩 ,再结合墩内发现的叠压或打破关系 ,只有运用这种方法进行排比和分期 ,

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通篇论文结构严整 ,资料丰富 ,论证有力。通过一墩多墓中的封土结构及叠压或

打破关系 , 再以各墓中出土遗物陶瓷器为依据 , 这种对士墩墓进行分期和断代的方法是科学的 , 也是令人信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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